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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金融機構欲在個人理財市場中提昇競爭力，重要關鍵之一在於理財專員是否能積

極表現出創新行為。本研究主要驗證員工個人知識網絡在個人文化價值取向和其創新

行為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以問卷調查法對銀行、人壽保險業 220 位理財專員進行研

究，利用 SEM 進行資料分析及假設驗證。結果發現，自我中心取向與集體中心取向

皆對員工創新行為有正向影響，自我中心取向會透過網絡多樣性對員工創新行為產生

正向的中介影響，集體中心取向則透過網絡關係強度對員工創新行為產生正向的中介

影響。研究結果突顯員工個人知識網絡在員工創新行為議題上之重要性。 

關鍵詞：自我中心取向、集體中心取向、個人知識網絡、員工創新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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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ponding to the uncertainty of global competi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organizations expect that employees to demonstrate innovation.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mpacts of individual culture value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ur, and the role of individual knowledge network as a mediat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from the fields of bank and insurance,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conducted to test our hypotheses. The stud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idiocentrism and allocentrism had direct effects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ur, (2) knowledge network diversit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of idiocentrism and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ur, (3) knowledge network 
relationship strength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of allocentrism and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ur.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knowledge network to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Keywords: Idiocentrism, Allocentrism, Individual Knowledge Network,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ur 

 

壹、緒論 

隨著傳統金融商品市場的利潤縮減，促使各金融機構紛紛在金融商品及服務上不

斷創新，搶攻新興的個人理財市場（陳澤義與陳建州，2004）。創新的根本在於個人

（George & Zhou, 2001），員工創新行為有利於團隊與組織創新的有效運作（van der 
Vegt & Janssen, 2003），故金融機構欲在個人理財市場中提昇競爭力，重要關鍵之一在

於理財專員是否能積極表現出創新行為。近年來，已有研究驗證出許多助長或抑制個

人創新的個人因素與系絡因素（蔡啟通與高泉豐，2004；Janssen, 2000, 2001；Scott & 
Bruce, 1994；Shalley, Zhou, & Oldman, 2004），但在眾多的研究中，卻鮮少討論到文化

價值差異對員工創新行為的影響。在全球化效應下，多國籍企業相關創新之研究日漸

重視不同文化價值觀員工的創新表現（Shane, 1995），研究發現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社會人民皆會有創新，只是產生的歷程不同（Herbig & Dunphy, 1998；Nakata & 
Sivakumar, 1996）。 

文化價值觀點下的創新研究多從國家文化的團體特質來預測組織創新，但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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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在於個人（George & Zhou, 2001），Nakata and Sivakumar（1996）在其後續研究

建議中即提到，將國家文化之團體特質轉換為個人層次去預測個人在創新過程中的表

現是相當必要的。自我中心取向（idiocentrism）與集體中心取向（allocentrism）是個

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個人層次概念（Triandis, Leung, Villareal, & Clack, 1985），此種個

人層次文化價值差異對於組織行為影響之研究已日漸興起（Wasti, 2003a, 2003b）。台

灣社會歷經數十年的快速經濟成長，已產生文化轉移的現象，不同價值觀是可能在同

一社會內與同一個人身上並存（Farh, Earley, & Lin, 1997），身處集體主義的個人，亦

可能有個人主義的心理特質與行為表現（Triandis, McCusker, & Hui, 1990），因此本研

究首先延續 Nakata and Sivakumar（1996）之研究建議及個人文化價值差異的研究思

潮，探討個人層次下不同文化價值取向者是否皆會有創新行為表現。 

在個人層次文化價值差異之相關研究中發現，不同文化價值取向者之相關組織行

為，其各自所產生之中介機制不同（Thomas, Au, & Ravlin, 2003；Wasti, 2003b），因

此在創新行為的表現上，是否亦有不同的中介機制，值得深入探究。知識創造理論強

調創新是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不斷互動、轉換所產生的（Nonaka & Takeuchi, 1995），

是一種高知識密集性活動（Rodan, 2002），員工與他人在各情境下針對工作相關知識

所進行的正式與非正式的人際接觸，形成了個人的知識網絡（Hoegl, Parboteeah, & 
Munson, 2003），多樣性與關係強度是網絡理論中兩個相當重要的概念（Higgins & 
Kram, 2001），與多樣對象進行深入的知識互動，有利增加知識的多元性與對知識的瞭

解性，對個人創新有正面的影響（Perry-Smith & Shalley, 2003）。 

不同文化價值取向者之價值觀點不同，在內團體的形成與親密度上亦有所不同

（Triandis, Bontempo, Villareal, Asai, & Lucca, 1988），故在網絡的多樣性與關係強度上

便有所差異（Möller & Svahn, 2004），而個人知識網絡多樣性與關係強度對創新皆有

正向影響（McFadyen & Cannella, 2004；Rodan, 2002），因此，高自我中心取向者與高

集體中心取向者可能透過不同知識網絡對其創新行為產生中介影響，故本研究其次探

討個人知識網絡在個人文化價值取向與員工創新行為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由於個人理財市場已成為各金融機構競相爭奪的市場，其中直接面對顧客的理財

專員之創新行為便顯得日益重要；故本研究延續個人文化價值差異對員工組織行為影

響的研究思潮，從文化價值觀點出發，首先探討個人文化價值取向與員工創新行為間

之關係，其次研究個人知識網絡如何中介二者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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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一、個人文化價值取向 

各種學門之跨文化研究，偏好使用個人主義及集體主義二構念去預測個人行為表

現，且通常相當有效（Wheeler, Reis, & Bond, 1989），多數研究採用 Hofstede（1980）

的理論架構進行實證研究，對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構念採取單一構面二分法的衡量方

式，國家文化被定義在二極端或介於二者中間，此一向度是以社會對個人所抱持的價

值觀與看法予以區分；個人主義的社會文化，如：歐美國家，重視個人勝於群體，允

許個人有不同於主流價值觀的思考，尊重個人隱私，包容多元文化；集體主義的社會

文化，如：亞洲國家，重視一致性、成員服從性高、員工對企業的忠誠度高（Hofstede, 
1997），在其研究中，個人的國籍被視為其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傾向的指標。 

(一) 過去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研究存在的問題 

然而，過去在跨國家／社會文化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多數研究中，幾乎都產

生兩個問題，第一，多數研究都只使用單一構面來探討文化差異，然而，文化是如此

複雜，且當涉及個人心理層面時，便難以使用單一構面有效衡量出來（Koerner & 
Fujiwara, 2000）；第二，皆只探討國家／社會層級的文化差異，然而，文化並非獨立

於個人之外存在，文化是一種個人心理與社會現象並存的產物，因此，若無法將社會

及個體兩個層級同時考量，則文化差異研究的效度將會受到限制（楊中芳，1994；

Koerner & Fujiwara, 2000）。 

針對前述第一個問題，後期學者提出多構面的文化價值觀，在原來的個人主義及

集體主義二構面下加入了平等（horizontal）、層級（vertical）的概念（Triandis & Gelfand, 
1998）。將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再分為平等型和層級型二面向進行衡量，分為平等型

個人主義、平等型集體主義、層級型個人主義、層級型集體主義等四個向度，形成個

人主義／集體主義向度文化差異的多構面衡量（Abraham, 1997；Gouveia, Clemente, & 
Espinosa, 2003；Koerner & Fujiwara, 2000；Singelis, Triandis, Bhawuk, & Gelfand, 
1995；Triandis & Gelfand, 1998）。 

而針對第二個分析層級的問題，後續學者分別從組織層級及個人層級進行探討；

首先，組織層級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在許多研究中被提及，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可

能是組織鑲嵌於社會文化系絡下，所呈現出來的一個有意義之組織文化構面（Chatman 
& Barsade, 1995；Robert & Wasti, 2002）；其次，在個人層級部分，Chan（1994）曾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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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利用 Hofstede 模式運用在個人層級的分析上，然而其與其他研究學者一樣都發現，

單 一 構 面 的 衡 量 方 式 並 不 足 以 運 用 在 個 人 層 級 的 文 化 價 值 觀 的 構 念 屬 性 ， 其 中

Schwartz（1990）認為單一構面二極端衡量方式成立的假設前提在於個人主義者與集

體主義者對每一個行為價值的看法為二相反方向，此一假設前提在個人行為反應上是

有問題的，因此覺得有需要改革單一構面觀點至多構面觀點。而此一觀點變革亦為相

關學者所認同及努力，並已從個人心理觀點對此一領域提供了許多貢獻（Markus & 
Kitayama, 1991；Triandis et al., 1985）。 

(二) 自我中心取向與集體中心取向 

早期，Hofstede（1980）利用位於 66 個國家內多國籍企業任職之約 117,000 名員

工，調查他們的工作價值觀，資料分析採國家層次，將同一國家內之填答者分數加總，

再作因素分析，Triandis et al.（1985）認為此種加總後分析與對個別填答者分數作因

素分析之結果不同，因此，欲透過跨文化研究瞭解其中個別成員之表現，個人層次的

區分是必要的。 

雖然文化常被定義為社會成員共享的規範與價值觀，然而，文化價值觀點亦存在

於個人層級之上；Triandis et al.（1985）清楚的描述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個人層次

構面，他們認為在同一既定社會文化下的個人心理與行為表現並非完全一致，身處個

人主義社會文化下的個人，可能會有集體主義的行為表現，身處集體主義社會文化下

的個人，亦可能有個人主義的行為表現（Sinha & Tripathi, 1994；Triandis et al., 1990）。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並非可全然代表此社會文化全體成員的價值取向，深入探究其內

的個別差異及有效確認個人層級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是必要的，故分別提出了自我

中心取向（idiocentrism）與集體中心取向（allocentrism）概念。 

自我中心取向是個人主義價值觀與規範的個人層次表現，重視個人獨特的能力與

屬性及重視自己與他人之間的區別性，關心自我，個人目標優於團體目標，與團體成

員間為獨立的關係；享樂、成就、競爭、自由、自主、公平交換等是他們所重視的價

值觀。集體中心取向是集體主義價值觀與規範的個人層次表現，重視團體，將自己與

團體並列考量，未明顯區分個人目標與團體目標，即使有區別，亦是團體目標優於個

人目標，且與團體成員的互依關係很強；安全性、服從、責任、內團體和諧、階級、

私人關係等是他們所重視的價值觀（Triandis, 1989）。 

自我中心取向與集體中心取向是關於個人性格的連續帶，而非類型，雖然大部分

的人可能是高自我中心取向者或高集體中心取向者，然而這兩個概念並非互斥的

（Schaubroeck, Lam, & Xie, 2000），二者的高或低可能會並存在同一人身上，Sinh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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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athi（1994）之研究發現，自我中心取向與集體中心取向是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並

存的。在任何特定的社會文化之中，公眾社會可能會傾向於某一構面有高分，然而對

於個人而言，有時會有不同於其社會風潮的表徵。 

然而，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的文化研究，所呈現的是這些規範的相對傾向，而非

所有成員個別的獨特特質，因此，欲瞭解相同文化系絡之下，為何個別成員對行為會

產生不同回應時，便需進一步去檢測自我中心取向與集體中心取向規範對其產生的行

為影響；利用個人層級的文化差異進行員工個人行為表現之相關研究，不僅可以解釋

不同國家文化中的個人差異（Lam, Chen, & Schaubroeck, 2002；Schaubroeck et al., 
2000），亦可以瞭解同一國家文化下的個人差異（Robert & Wasti, 2002；Wasti, 2003a, 
2003b）。 

二、個人文化價值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的影響 

不同於創造力只侷限在新構想的產生，創新更有行動的意涵；學者認為創新是將

有用的構想予以產生、採用，進而執行（Kanter, 1988；van de Ven, 1986），與創造力

的區別在於：創造力僅限於新構想的產生（Amabile, 1988；Mumford & Gustafson, 
1988；Woodman, Sawyer, & Griffin, 1993），而創新則需將此新構想加以實現，故創意

概念的產生只是創新多階段過程中的一個階段而已（Kanter, 1988），而員工創新行為

就是個人透過資源的爭取和想法的交流，產生新構想並將此構想落實的過程（Seithi, 
2000）。 

國家層次觀點下的相關創新研究指出，在創新的初期，高個人主義中之社會成員

較不受制於忠誠，故能搜集到更多產生創意所需的資訊，又其有挑戰現況、提出新觀

點的勇氣，促使他們勇於超越障礙、創造可能（Herbig & Dunphy, 1998），故個人主義

國家之企業通常有較多的專利權及商標權（Shane, 1992, 1993）；自我中心取向是個人

主義的個人層次概念（Triandis et al., 1985），與個人主義有著相同的文化價值觀點，

故在個人層次觀點下，高自我中心取向者可能有較高的個人創新行為表現。此外，特

質觀點下的個人創新研究亦指出，具備高獨立性、自主性、成就導向與低服從性等相

關人格特質者，有較高的創造力（Bobic, Davis, & Cunningham, 1999；Woodman et al., 
1993），而自我中心取向者正具備著此些特質（Triandis, 1989），因而推論高自我中心

取向有利於個人創新。 

又在 Nakata and Sivakumar（1996）之國家層次觀點下的整合研究顯示，運用團隊

運作方式進行新產品研發時，集體主義國家之企業通常有較高的成功率，因為高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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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中社會成員會對所屬團體產生高度的歸屬感與貢獻的義務感，促進成員間的相互

支持與彼此承諾（MacDowall, 1984），有利於創新（Herbig & Dunphy, 1998）；集體中

心取向是集體主義的個人層次概念（Triandis et al., 1985），與集體主義有著相同的文

化價值觀點，故在個人層次觀點下，高集體中心取向者可能有較高的個人創新行為表

現；此外，系絡觀點下的個人創新研究指出，只看員工個人特質判斷是否會有創新表

現是不够的，員工個人與外界的高度溝通（van de Ven, 1986）、社會支持與接納

（Perry-Smith & Shalley, 2003）、合作（Woodman et al., 1993）等亦有利於個人創新，

而集體中心取向者正具備著內團體和諧、合作、高度溝通等特質（Triandis, 1989），研

究顯示當有更多的同事支持、鼓勵與訊息回饋時，員工將會有更高的創造力（Amabile, 
Conti, Coonm, Lazenby, & Herron, 1996；Zhou & George, 2001），因而推論高集體中心

取向亦有利於個人創新。 

針對上述，提出下列研究假設： 

H1-1：自我中心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有正向影響。 
H1-2：集體中心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有正向影響。 

三、個人知識網絡對員工創新行為的影響 

員工與他人在各情境下針對工作相關知識所進行的正式與非正式的人際接觸，形

成了員工個人的知識網絡（Hoegl et al., 2003），從與其他行動者之知識接觸關係，得

以創造出高創意的潛力，對於個人創新有重大的影響（Perry-Smith & Shalley, 2003；

Young, Charns, & Shortell, 2001；Yli-Renko, Autio, & Sapienza, 2001）。本研究聚焦在

個別員工的某一特定網絡類型—「知識網絡」，沿用 Higgins and Kram（2001）方法將

其區分為多樣性及關係強度二構面。 

網絡多樣性主要關心網絡中的資訊流動，特別是資訊的重複程度，高多樣性可減

少所接觸資訊的重複性，個人接近有價值資訊的可能性便愈大（Burt, 1992；Granovetter, 
1973）；在關係強度方面，最基本的理論為連帶強度的概念，Granovetter（1973）將社

會網絡區分為「弱連帶」與「強連帶」，連帶強度愈強，關係愈親近、互動頻率愈高，

連帶強度愈弱，關係愈疏遠、互動頻率愈低，有互動，各網絡行動者間才會深入瞭解

資訊、熟知彼此的專業，進而形成知識網絡利益。 

創新是高知識密集性活動（Rodan, 2002），透過知識螺旋，幫助組織成員間內隱

知識與外顯知識發生互動，其後所獲得的結果即為創新（Nonaka & Takeuchi, 1995）。

員工個人與他人溝通的質與量影響了個人的創新，因為可藉成員間的知識流通而帶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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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意（van de Ven, 1986），組織內部員工若能跨越自我界線，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的

溝通網絡與他人接觸，便有機會將新創意應用在組織之中；又若個人能接觸多樣化的

人群，他能獲得同一問題中不同向度知識的可能性就愈高（Rodan, 2002；van der Vegt 
& Janssen, 2003）。多樣化的接觸與深入的互動，對於創新皆是相當重要的，Monge, 
Cozzens, and Contractor（1992）認為與多樣夥伴進行互動及與他人增加溝通，是去深

入了解社會行為如何影響創新的好開始；因此，Yli-Renko et al.（2001）與 Young et al.
（2001）認為知識網絡是個人累積社會資本的來源，從與其他個別行動者之接觸關

係，創造出高生產力的潛力，對於個人創新表現有重大的影響。 

針對上述，提出下列研究假設： 

H2-1：知識網絡多樣性對員工創新行為有正向影響。 
H2-2：知識網絡關係強度對員工創新行為有正向影響。 

四、個人知識網絡的中介效果 

高自我中心取向者雖重視個人的獨立發展，但對整個社會卻表現出和諧的態度，

會有很多隨意形成的內團體，非內團體的人並不必然視之為外團體的人（Triandis et al., 
1988）；對內團體壓力的服從傾向弱、負擔責任少，關係並不親密，且與團體成員間

有較少的互動（Triandis, 1989）。故在知識交流過程中，較可能有多元的交流對象，增

加知識網絡的多樣性；但因與交流對象的關係並不親密，所以無法進行高頻率的互

動，降低了知識網絡的關係強度；如同 Möller and Svahn（2004）認為，個人主義人

民不易與他人之間產生深層的溝通，但卻容易與組織內部與外部的人士有廣度的知識

交流。 

高集體中心取向者依賴團體和人際關係，只有少數穩定的內團體，且關係親密，

服從性強，非內團體的人則視之為外團體的人（Triandis et al., 1988）。面對與他人間

的知識交流活動時，強調所屬團體的合作，因此增加了知識網絡關係的強度；然而因

只與較少數的內團體有所接觸，且對內、外團體有強烈的區別，所以僅可能有少樣的

交流對象，降低了知識網絡的多樣性；如同 Möller and Svahn（2004）認為，集體主

義人民通常會進行較頻繁、深入的溝通，但其溝通範圍易侷限於少樣的內團體成員。 

整合上述，因為不同的價值觀點，使得高自我中心取向者較高集體中心者有更多

樣的知識交流對象，但卻可能有更少的交流頻率；正如同在 Nakata and Sivakumar
（1996）及 Herbig and Dunphy（1998）的整合研究中指出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社會的

人民會透過不同歷程產生創新一樣，本研究預測高自我中心取向者可能會透過高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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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識網絡所創造的多元資訊利益，對其創新行為產生中介影響，高集體中心取向者

可能會透過高關係強度知識網絡所創造的深入互動利益，對其創新行為產生中介影

響。 

針對上述，提出下列研究假設： 

H3-1：自我中心取向會透過知識網絡多樣性的中介正向影響員工創新行為。 
H3-2：集體中心取向會透過知識網絡關係強度的中介正向影響員工創新行為。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依據前述，本研究提出，個人文化價值取向與個人知識網絡皆會影響員工創新行

為，且個人知識網絡會中介影響個人文化價值取向與員工創新行為間之關係，以此項

論點，建構圖 1 之研究架構。 

二、研究樣本 

以國內銀行與人壽保險業的理財專員為研究對象，針對天下雜誌一百大金融業中

之銀行與人壽保險業的理財專員及其直屬主管發放問卷，考量問卷配對，在公司與填

答人員的選擇，皆採立意抽樣，透過介紹或認識之銀行、人壽保險業從業人員，當面

或以電話詢問配合意願，共獲 44 家銀行、人壽保險公司有意願協助發放，故共對其

所屬的分行、通訊處發出 314 份主管問卷及 509 份員工問卷（1 位主管配 1~3 位員工）。 

因本研究採配對問卷方式進行，為避免填答者產生防衛心理，在員工問卷部分，

仍採匿名方式進行，僅對問卷進行編號，而在主管問卷部分，除編號之外，尚煩請各

單位協助發放之負責同仁填上該編號所屬員工之姓名，問卷填妥後，裝入彌封信封，

交予負責同仁一併寄回或前往收取，回收後依據編號進行配對。共回收 188 份主管問

卷以及 272 份員工問卷，扣除填答不完整及無法配對之 52 份員工與主管問卷，最後

由 41 家銀行、人壽保險公司中獲得 220 對資料完整的有效配對樣本（包括 120 個分

行及通訊處），有效回收率為 43.22%。 

有效樣本特性分佈如下：男性 81 位，約佔 37.3%，女性 136 位，約佔 62.7%；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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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均年齡約 35 歲（標準差為 7.70）；教育程度方面，專科以下佔 19.6%，專科程度佔

37.9%，大學學院程度佔 38.8%，研究所程度佔 3.7%；平均工作年資 9.70 年（標準差

為 6.55）；銀行業員工 140 位，約佔 63.6%，人壽保險業員工 80 位，約佔 36.4%。 

三、測量工具 

為避免「共同方法變異」問題，將調查問卷區分為個人問卷及主管問卷，分別由

理財專員本人及其直屬主管進行填答。個人問卷中包括個人文化價值取向、個人知識

網絡，主管問卷中為個別員工之創新行為。 

個人文化價值取向量表分自我中心取向及集體中心取向二構面，採 Triandis and 
Gelfand（1998）所發展的問卷，為一李克特七等尺度量表。原問卷將自我中心取向及

集體中心取向又區分為合作型及競爭型兩個次構面，形成四構面的衡量量表，但 Earley 
and Gibson（1998）、Schaubroeck et al.（2000）及 Lam et al.（2002）皆支持二構面的

衡量方式。為確認此些題項的確分屬合作型自我中心取向、競爭型自我中心取向、合

作型集體中心取向與競爭型集體中心取向四個不同的構念，同時此四構念又分屬於自

我中心取向、集體中心取向二構面，因此進一步以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題項的建

構效度。 

在一階部分，獲得合作型自我中心取向（4 題）、競爭型自我中心取向（4 題）、

合作型集體中心取向（4 題）與競爭型集體中心取向（4 題）四構面，因素負荷量介

於 .36 至 .94 之間，在二階部分，又獲得自我中心取向、集體中心取向二構面，因素

負荷量介於 .46 至 .83 之間，χ2 =190.98（df = 94）、χ2/df = 2.03、GFI = .90、CFI = .92、

IFI = .93，皆高於 .90，顯示二階二構面的建構受到實証資料支持，Cronbach’s α 值分

別為.68 及.82。 

 

員工創新行為 

個人文化價值取向 

自我中心取向 

集體中心取向 

個人知識網絡 

 網絡多樣性 

 網絡關係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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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知識網絡量表計分網絡多樣性、網絡關係強度二個向度。沿用 Higgins and 
Kram（2001）以網絡範圍作為知識網絡多樣性之定義，經與七位理財專員進行訪談，

了解其可能進行知識交流的不同社會系統對象，分別列出 8 類對象（同單位、他單位、

總公司、關係企業同事、顧客、同業、外界專家、學者），請填答者勾選在工作上曾

與哪些對象進行知識交流，若勾選的不同社會系統對象愈多，代表有愈高的網絡多樣

性。沿用 McFadyen and Cannella（2004）以互動的頻率衡量關係強度，請填答者回想

在過去半年內與不同知識交流對象的互動次數，採用 Hansen（1999）方式區分為七尺

度，7 為一天一次以上、6 為一周兩次、5 為一週一次、4 為一個月兩次、3 為一個月

一次、2 為二個月一次、1 為三個月一次，再以互動頻率分數的加總除以交流對象數

目（即平均數）作為網絡關係強度之分數。 

員工創新行為量表由主管填答，採 Janssen（2000）沿用 R. Kanter 創新三階段的

9 題項問卷，為一李克特七等尺度量表，在其研究中有.95 的不錯信度係數。為確認此

些題項的確分屬創意產生、創意促進、創意實現三階段不同構念，同時此三構念又歸

屬創新行為單一構念，因此進一步以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題項的建構效度。在一

階部分，獲得創意產生（3 題）、創意促進（3 題）、創意實現（3 題）三構面，因素負

荷量介於 .64 至 .87 之間，在二階部分，又獲得創新行為單一構面，因素負荷量介

於 .85 至 .93 之間，χ2 = 61.34（df = 24）、χ2/df = 2.56、GFI = .94、CFI = .97、IFI = .97，

顯示二階二構面的建構受到實證資料支持，Cronbach’s α 值為 .90。 

四、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旨在檢測個人知識網絡在個人文化價值取向與員工創新行為之間的中介

影響，由於迴歸分析無法進行整體性的分析，對於各構念間的關係，僅能提供簡單的

驗證，無法比較整體性的差異及對研究的影響。為了能夠更確實的驗證本研究的假

設，故採用線性結構方程式，目的主要在探討潛在變項與潛在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

以驗證假設。本研究主要參考 Hayduk（1987）的建議及 Niehoff and Moorman（1993）

的做法，採用兩階段法來進行分析。主要的步驟是先將各構念的多重衡量指標縮減成

幾個指標以減少估計參數，其次使用巢狀模式分析法來驗證本研究的假設。而就進行

結構方程式分析時所需要的樣本數，Anderson and Gerbing（1988）認為須大於 200 才

適宜，而本研究之樣本數為 220，因此適宜採用此法。 

在進行整體衡量模式分析前，先縮減觀測變項，本研究採用 Lavee and Katz（2002）

之方法縮減觀測變項數目，其方法為若模式中的潛在變項使用多維構面量表，則將個

別構面之題項加總平均作為新的觀測變項，在自我中心取向方面，分為合作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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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二指標變項，在集體中心取向方面，亦分為合作型、競爭型二指標變項，在員工創

新行為方面，則分為創意產生、創意促進、創意實現三指標變項。又本研究之個人知

識網絡多樣性與網絡關係強度是以單一指標變項進行衡量，故參考 Bettencourt（2004）

之方法，設定網絡多樣性、網絡關係強度之信度係數為 .90，再將此二單一指標變項

之誤差變異設定為各變項變異數乘以 1 減信度係數，故網絡多樣性與網絡關係強度此

二單一指標變項之誤差變異分別設定為 .207 與 .098。在完成以上步驟之後，並進行

整體衡量模式分析，以檢驗這些新的觀測變項的適用性。 

同時，為了提供圖 1 研究架構的強力支持，首先，以巢狀模式分析法進行以下模

式的驗證，藉由卡方差異度檢定，以檢驗本研究架構邏輯推導的適切性，包括：不完

全中介模式、完全中介模式以及直接模式。不完全中介模式乃是依據研究架構圖 1 設

定潛在變項間之因徑關係，亦即設定自我中心取向、集體中心取向二潛在變項對網絡

多樣性、網絡關係強度此二潛在變項的因徑關係，與網絡多樣性、網絡關係強度此二

潛在變項對員工創新行為此一潛在變項的因徑關係，再加上自我中心取向、集體中心

取向此二潛在變項對員工創新行為此一潛在變項的因徑關係；完全中介模式則是除去

自我中心取向、集體中心取向此二潛在變項對員工創新行為此一潛在變項的因徑關

係；直接模式則是僅設定自我中心取向、集體中心取向、網絡多樣性、網絡關係強度

此四潛在變項對員工創新行為此一潛在變項的因徑關係。 

肆、研究結果 

一、研究變項的平均數、標準差及相關性 

各變項間的相關如表 1 所示。自我中心取向與集體中心取向二者之相關為  .14
（p< .01），與過去研究一致，認為高自我中心取向與高集體中心取向是可能並存於一

人的（Sinha & Tripathi, 1994；Wasti, 2003b）；又所有前因變項均與員工創新行為有顯

著的正相關，相關係數介於 .22（p< .001）至 .32（p< .001）之間。 

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 

接下來，以巢狀模式分析法進行整體衡量模式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 

從表 2 中可以看出，不完全中介模式與完全中介模式間的卡方差異度為 16.15
（ df = 2△ ），達 .01 顯著水準，此顯示自我中心取向或集體中心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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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變項之平均數、標準差及相關係數 
變項 Mean SD 1 2 3 4 5 

1. 自我中心取向 4.89 .68 —     
2. 集體中心取向 6.09 .53 .14* —    
3. 網絡多樣性 6.52 1.44 .16* .04 —   
4. 網絡關係強度 4.61 .99 .09 .23*** .26*** —  
5. 員工創新行為 4.65 .85 .22*** .24** .32*** .28*** — 

註：  * 為  .05 顯著水準；** 為  .01 顯著水準；*** 為  .001 顯著水準；N=220 

表 2  巢狀模式比較分析表（一） 
模式 χ2 df χ2△  RMR GFI CFI TLI 

不完全中介模式 28.66 20  .05 .97 .97 .96 
完全中介模式 44.81 22 16.15** .06 .96 .95 .91 
直接模式 57.03 24 28.37** .09 .95 .92 .89 

註： χ2△ 之計算是各模式與不完全中介模式卡方值的差異量。** 表示 p< .01。  

 
具有直接關係存在。此外，不完全中介模式與直接模式的卡方差異度為 28.37（ df △

=4），亦達 .01 顯著水準，此顯示網絡多樣性與網絡關係強度二變項在自我中心取向、

集體中心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之影響上，應具中介效果的實質意涵。因此，歸納以上

三模式的比較，可推知不完全中介模式為一個較理想的模式，同時，其適配度為 χ2 = 
28.66（df = 20）、χ2/df = 1.43、GFI = .97、RMR= .05、CFI = .98、TLI = .96，整體而

言，此一模式之適配度佳，亦即此一不完全中介模式是受到實證資料支持的。而由於

結構模式的確立並不代表模式中每一因徑都有顯著效果，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檢測與觀

察每一細部之因徑係數是否顯著及係數大小。 

在表 3 中，以不完全中介模式為基準模式，共設置八個巢狀模式用以驗證八條路

徑。模式 1 限定自我中心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的因徑係數為 0，以驗證研究假設 1-1；

模式 2 限定集體中心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的因徑係數為 0，以驗證研究假設 1-2；模式

3 限定知識網絡多樣性對員工創新行為的因徑係數為 0，以驗證研究假設 2-1；模式 4
限定知識網絡關係強度對員工創新行為的因徑係數為 0，以驗證研究假設 2-2；模式 5
限定自我中心取向對知識網絡多樣性的因徑係數為 0，模式 6 限定自我中心取向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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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巢狀模式比較分析表（二） 
模式  χ2 df χ2△ RMR GFI CFI TLI 

模式 A：不完全中介模式（基準模式）  28.66 20  .05 .97 .97 .96 

模式 1：驗證自我中心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的直接影響  34.64 21 5.93* .05 .97 .97 .95 

模式 2：驗證集體中心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的直接影響  32.58 21 3.92* .03 .97 .97 .95 

模式 3：驗證知識網絡多樣性對員工創新行為的直接影響  31.88 21 3.22+ .03 .97 .98 .96 

模式 4：驗證知識網絡關係強度對員工創新行為的直接影響 31.52 21 2.86+ .05 .97 .98 .96 

模式 5：驗證自我中心取向對知識網絡多樣性的直接影響  39.53 21 10.87* .07 .96 .96 .93 

模式 6：驗證自我中心取向對知識網絡關係強度的直接影響 31.34 21 2.63 .06 .97 .97 .95 

模式 7：驗證集體中心取向對知識網絡多樣性的直接影響  28.95 21  .23 .05 .97 .98 .97 

模式 8：驗證集體中心取向對知識網絡關係強度的直接影響 33.51 21 4.85* .03 .97 .97 .95 

註：（1）  χ2△ 之計算是各模式與基準模式卡方值的差異量。  

（2）  χ△ 2/ df > 3.84, P< .05; χ△ △ 2/ df > 2.71, P< .1△  

 
識網絡關係強度的因徑係數為 0，模式 7 限定集體中心取向對知識網絡多樣性的因徑

係數為 0，模式 8 限定集體中心取向對知識網絡關係強度的因徑係數為 0，透過此 4
模式結合模式 3、4 以驗證研究假設 3-1 與 3-2。 

在八個模式的驗證中，模式 1～5 與模式 8 的差異皆達顯著，顯示此六條路徑之

係數皆達顯著水準；而模式 6、7 的差異並不顯著，顯示此二條路徑之係數未達顯著

水準，因此，自我中心取向對知識網絡關係強度與集體中心取向對知識網絡多樣性並

無顯著的直接影響，故自我中心取向不會透過知識網絡關係強度、集體中心取向不會

透過知識網絡多樣性對員工創新行為產生中介影響。茲將不完全中介模式之各因徑係

數彙整成圖 2。 

首先，自我中心取向與集體中心取向皆對員工創新行為有顯著正向影響，因徑係

數皆為 .23（p < .05），故研究假設 1-1 與 1-2 皆獲得支持；網絡多樣性與網絡關係強

度亦皆對員工創新行為有顯著正向影響，因徑係數各為 .24（p < .01）及 .14（p < .1），

故研究假設 2-1 與 2-2 皆獲得支持；最後，自我中心取向對網絡多樣性有顯著正向影

響，因徑係數為 .30（p < .01），但對網絡關係強度則無顯著影響，集體中心取向對網

絡關係強度有顯著正向影響，因徑係數為 .26（p < .05），但對網絡多樣性則無顯著影

響，故整合發現，自我中心取向會透過網絡多樣性對員工創新行為產生部份中介影

響，而集體中心取向則會透過網絡關係強度對員工創新行為產生部份中介影響，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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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為求精簡，圖中僅標示出具顯著關係的因徑係數  

+表示 p< .1、*表示 p< .05、**表示 p< .01，***表示 p< .001。  

 
究假設 3-1 與 3-2 亦皆獲得支持，故在不同個人文化價值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的影響

上，知識網絡多樣性與知識網絡關係強度著實扮演著不同的中介角色。 

伍、討論 

本研究目的乃從文化價值觀點出發，探討銀行與人壽保險公司之理財專員的個人

文化價值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的影響，其次，驗證員工個人知識網絡在個人文化價值

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影響上的中介效果。茲將本研究的結果分述並討論之。 

一、理財專員的自我中心取向與集體中心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皆具正向影響 

自我中心取向與集體中心取向對員工創新行為皆有正向影響，亦即不論是高自我

中心取向或高集體中心取向員工，皆可能有積極的創新行為，此結果與國家層次個人

主義／集體主義對創新之影響一致（Nakata & Sivakumar, 1996；Herbig & Dunphy, 
1998）。高自我中心取向者獨立、自主、成就導向、服從性低的價值觀點（Triandis, 
1989），使得他們勇於挑戰現況、超越自我邊界尋找新資訊、提出新創見，促進創新；

高集體中心取向者強調內團體和諧、合作、高度溝通的價值觀點（Triandis, 1989），合

.30** 

.26* 

.14+ 

.24** 

自我中心取向 

集體中心取向 

網絡多樣性

網絡關係強度

.23* 
員工創新行為 

.23* 

圖 2  整體徑路模式之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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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過程中的高度溝通促進創新。因此，不同文化價值取向者亦可能有相同的組織行為

表現，只是行為背後所產生之機制可能不同（Thomas et al., 2003；Wasti, 2003b）。 

二、理財專員個人知識網絡多樣性對自我中心取向與員工創新行為之關係具部分中介

效果；理財專員個人知識網絡關係強度對集體中心取向與員工創新行為之關係具

部分中介效果 

自我中心取向對知識網絡多樣性有正向影響，結果支持了高自我中心取向者之價

值觀點，傾向與多數成員進行少量的互動（Triandis, 1989），亦如同 Möller and Svahn
（2004）所述，個人主義人民通常容易與組織內部與外部人士有廣度的知識交流；集

體中心取向對個人知識網絡關係強度有正面影響，結果支持了高集體中心取向者之價

值觀點，傾向與少數內團體成員保持親密的互動關係（Triandis, 1989），亦如同 Möller 
and Svahn（2004）所述，集體主義人民通常會與少量的內團體成員進行較頻繁、深入

的溝通，使得資訊得以進行有效的解釋。 

自我中心取向可提高員工創新行為且此影響效果係透過個人知識多樣性的中介

機制，此結果與國家層級個人主義社會人民創新的研究觀點類似，透過多元管道蒐集

到更多產生創意所需的資訊，進而產生創新（Herbig & Dunphy, 1998），因此，在個人

層次時，高自我中心取向員工之創新行為，原因是來自於其與多元成員間交流所創造

的高知識網絡多樣性，而非高知識網絡關係強度。集體中心取向可提高員工創新行為

且此影響效果係透過個人知識網絡關係強度的中介機制，此結果與國家層級集體主義

社會人民創新的研究觀點類似，透過團體成員間工作知識的深入互動，進而產生創新

（Nakata & Sivakumar, 1996；Herbig & Dunphy, 1998），因此，在個人層次時，高集體

中心取向員工之創新行為，原因是來自於其與關係親密成員間的高知識網絡關係強

度，而非高知識網絡多樣性。 

個人知識網絡的建立本身即是一種社會行為，集體中心取向者偏好團體工作，因

此 會 有 高 度 的 泛 社 會 行 為 ， 即 使 無 助 於 個 人 利 益 ， 也 會 樂 於 與 他 人 共 事 與 合 作

（ Ramamoorthy & Flood, 2004 ； Wagner, 1995 ）， 相 當 重 視 與 他 人 間 的 關 係 維 持

（Lagrosen, 2003），進行行為決策時會考量規避社會風險（Mandel, 2003），不僅常給

予他人高度的社會支持（Goodwin & Giles, 2003），同時亦能從他人身上獲得高度的社

會支持（Dayan, Doyle, & Markiewicz, 2001；Kernahan, Bettencourt, & Dorr, 2000），故

高集體中心取向者會與內團體成員間有較緊密的關係連結，進而在工作上有較高度的

互動，透過此種高知識互動之網絡利益提升創新行為表現。但自我中心取向者偏好獨

自工作、高度自我信賴及強調個人目標，較無泛社會行為（Ramamoorthy & F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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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較缺乏社會支持及低度尋求他人協助意圖（Scott, Ciarrochi, & Deane, 2004），

然而其雖重視個人的獨立發展，但對整個社會卻表現出和諧的態度，會有很多隨意形

成的內團體，非內團體的人並不必然視之為外團體的人（Triandis et al., 1988），故透

過此種高多樣性知識網絡所創造的多元資訊利益（Perry-Smith & Shalley, 2003），提升

創新行為表現。 

陸、研究建議 

金融機構是否能突破現況，在個人理財市場上維持競爭優勢及提升經營績效，其

重要的關鍵之一在於第一線理財專業人員是否能積極表現出創新行為。根據本研究結

論，提出管理意涵供實務界與學術界參考，並提出後續研究建議與相關研究限制。 

一、管理意涵 

首先，從本研究之主要效果分析得知不論是高自我中心取向員工或高集體中心取

向員工，皆可能有積極的創新行為表現，故在選任第一線理財專員時，可考量選任高

自我中心取向或高集體中心取向之員工。價值觀是一種基本信念，是個人對某特定行

為的最終看法，此種先入為主的認知通常是穩定持久的（Robbins, 2003），因此，組織

在選任過程中便需加以篩選，而非希望在短期內改變員工的價值觀。但值得注意的

是，選任與組織有相同文化價值觀的員工相當重要，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

亦存在於組織層次（Chatman & Barsade, 1995；Robert & Wasti, 2002），Robert and Wasti
（2002）研究指出個人與組織的文化價值觀契合，員工將有更正向的工作態度，而不

契合時，則會有負向影響，Angerer（2003）認為組織與員工核心價值的衝突，會使員

工產生工作倦怠，當個人與組織文化價值觀契合時，會對員工的角色外行為產生正向

影響（Chatman, 1989；Vigoda, 2000）；故銀行與人壽保險公司可檢視企業的組織文化

價值觀，進而選任價值觀點契合的理財專員，才得以誘發員工正向的創新行為表現。

此外，對於缺乏明確價值或價值混淆之員工，價值澄清法（value clarification）是一種

可行人力資源發展干預技術（Azim & Uma, 2002），透過事先設計的活動引導員工審

慎思考，以釐清個人價值觀、解決價值衝突或改變及建立個人的價值觀。 

其次，從本研究的中介效果分析得知，對不同文化價值取向理財專員的創新行為

而言，個人知識網絡確實扮演了一重要的中介角色，自我中心取向會透過個人知識網

絡多樣性、集體中心取向會透過個人知識網絡關係強度對其創新行為產生部份中介影



266 商管科技季刊 第八卷 第三期 民國九十六年 
 
 
響，因此，在刺激員工創新行為上，理財專員個人知識網絡的培育與擴張相當重要。

不論是網絡多樣性或關係強度，皆有利於理財專員的創新行為，銀行與人壽保險公司

本身在型塑員工個人知識網絡上應扮演積極的策略性角色（Collins & Clark, 2003；

Lengnick-Hall & Lengnick-Hall, 2003）。 

在擴展員工個人知識網絡多樣性方面，可採定期輪調的工作設計（Davenport & 
Prusak, 1998）；規劃相近的員工宿舍、寬廣的樓梯間、咖啡機及交誼廳等工作場所配

置，創造員工在一起的空間情境（Cohen & Prusak, 2001）；鼓勵建立實務社群，讓一

群熱愛相同主題、來自不同單位的個人，有機會進行知識的交換與討論（Dessler, 
1999）；組織亦可提供資源、安排時間，以增加員工與他人間的接觸（Cohen & Prusak, 
2001），例如提撥預算補助員工參與外界的教育訓練、與顧客間的交際費津貼、免費

員工聚餐旅遊等（Collins & Clark, 2003）。在強化員工個人知識網絡關係強度方面，

可採高工作複雜性與工作互依性的工作設計，創造員工與他人互動以完成工作任務的

工作情境（Shalley et al., 2004）；亦可提供人際關係技巧的訓練課程，強化員工溝通協

調能力，Noe（2002）認為最好的學習機會來自於師徒制與同儕互動；建立正式互動

的機制，定期召開面對面會議、舉辦研討會等（Dessler, 1999），與他人的討論與互動

便會愈頻繁。 

當然，員工努力擴張個人知識網絡多樣性與強化個人知識網絡關係強度的同時，

組織亦應與績效評估制度、薪酬制度相結合，員工才有持續不斷、積極擴展個人知識

網絡的動機（Collins & Clark, 2003）。因此，在助長員工個人知識網絡的建立上，人

力資源管理扮演著促進、教導、鼓勵及支持的積極角色，促使員工得以藉由積極的知

識網絡，學習他人的特殊能力及長處，贏得信任，建立長期合作的承諾，避免衝突，

而此種知識網絡的存在正是知識交流、甚至創新過程中最期盼的（Lengnick-Hall & 
Lengnick-Hall, 2003）。 

二、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有下列幾項研究限制：首先，本研究之依變項員工創新行為乃採配對樣本

進行資料蒐集，較無共同方法變異之問題，但自變項個人文化價值取向與中介變項個

人知識網絡均來自員工個人之填答，便可能有共同方法變異的問題；為此，本研究在

個人知識網絡問卷之編製上，依循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and Podsakoff（2003）

之建議，設計與自變項間不同衡量尺度的量表，以降低填答者之一致性填答。其次，

在員工創新行為之衡量上，乃採主管填答之分數，部分主管需同時填答 2~3 份之問卷，

可能造成填答偏差，但本研究乃參考 Janssen（2000）之方式，在主管填答之外，尚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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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進行自評，而員工自評分數與主管填答分數二者間的相關係數達 .43（p < .001），

故應無主管填答多份問卷造成統計偏誤之問題。 

第三，本研究採用量表作為衡量工具，當受測者有防衛心理時，將使得社會期許

問題造成可能填答誤差，關於此一誤差的克服方式，本研究係透過在問卷編製時，以

「第一部分」等來取代量表名稱及避免敏感字句之描述，來避免引導式作答，同時，

採匿名方式填答，尚附上可彌封之信封予以保密填答資料，使降低填答者之防衛心

理。第四，本研究屬於橫斷面的研究，嚴格來說僅能顯示變項間的關連性，在解釋研

究結果上宜注意對於因果關係的推論有所限制。 

最後，在網絡關係強度的衡量上，在過去相關知識交流之研究中，Hansen（1999）

是以溝通的頻率及親密程度來衡量同一組織內不同單位間的關係強度，因本研究強調

在個人知識交流後的創新行為表現，且為避免受測者因填答題項過多而降低填答意

願，所以是採用 McFadyen and Cannella（2004）在個人社會資本與知識創新的研究中

所使用的衡量方式，僅以溝通的頻率作為個人知識網絡關係強度的衡量分數；但因在

Hansen（1999）的研究中顯示，溝通頻率與親密程度二者間的相關係數高達 .83，故

溝通頻率的單一指標衡量應是一可行的衡量方式。 

未來尚有幾個可進一步擬清的研究議題。首先，相同文化價值取向者是否可能有

不同型態的個人知識網絡與不同程度的員工創新行為？未來研究可嘗試從不同文化

價值取向之價值觀點尋找出可能的干擾變項，例如部分文化價值差異之研究指出，不

同文化價值取向者，對效能與正義的重視程度不同（Conner, 2003；Lam et al., 2002；

Schaubroeck et al., 2000；Tata, Fu, & Wu, 2003），高自我中心取向者可能較重視自我效

能與分配正義，而高集體中心取向者可能較重視集體效能與程序正義、人際正義、資

訊正義（Fields, Pang, & Chiu, 2000；Lam et al., 2002；Sweeney & McFarlin, 1997；Tata 
et al., 2003），此外，如同前述，不同工作任務設計及實施教育訓練亦可能改變個人的

知識網絡（Noe, 2002；Shelley et al., 2004），故未來可考量加入效能知覺、正義知覺、

工作任務、人力資源訓練等此些干擾變項，瞭解自我中心取向者與集體中心取向者之

知識網絡與創新行為是否會有進一步的變化。 

其次，如同 Collins and Clark（2003）與 Lengnick-Hall and Lengnick-Hall（2003）

的研究指出，人力資源管理制度在員工個人知識網絡的建立上扮演著關鍵的助長角

色，Ramamoorthy and Carrooll（1998）指出不同文化價值取向員工對人力資源管理制

度的偏好不同，例如集體中心取向員工不喜歡個人績效導向報酬制度，偏好高工作保

障制度等，因此後續研究可從適配觀點出發，探討個人文化價值取向與人力資源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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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的適配或不適配對其個人知識網絡與創新行為的影響。最後，團隊已逐漸成為組

織結構的基本單位，對許多組織而言，常透過團隊運作方式進行創新（Bain, Mann, & 
Pirola-Merlo, 2001；Janssen, van der Vliert, & West, 2004），故團隊成員間文化價值取

向的適配或不適配，是否仍會透過彼此間的知識網絡關係影響團隊的創新表現，亦是

値得深入探究，因此未來可將研究提升為團隊層次，探討團隊成員間文化價值取向一

致性對團隊創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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